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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争环境下一种特殊的文艺形态，街头诗

首先出现于延安。“1938年 8月 7日，由‘战歌社’和

‘战地社’发起的第一个‘街头诗运动’，如一声号炮

冲开了诗歌的禁区。”①1938年 10月，抗战文艺工作

团从延安来到晋察冀，同时将延安街头诗的火种

带到了晋察冀，而“晋察冀的街头诗运动成绩最为

突出”②。作为从血与火中发出的呼喊，街头诗在

情感动员、抗战宣传、鼓舞人心方面的强大效能自

然无可辩驳，而作为媒介的街头诗到底如何运载

信息，观念如何通过媒介化为实际的战斗力量，其

作为媒介有何主导特性，仍是一个值得作进一步

探讨的论题。

一如德布雷所说：“媒介学者是一只狗，它得意

于盯着地面，在角落中嗅到线索。”③在强调街头诗对

人民战争胜利的推动作用之前，可以从“小的事情”

上发问：街头诗是如何张贴或书写的?哪些人看，怎

么看的?存在了多久?被谁模仿、认可、歪曲?本文将

以史料为依据，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探究街头诗

的媒介偏向与撒播模式，并通过与相似媒介的对比，

论证街头诗作为媒介的主导特质及其功能性作用。

一、“破壁”下的“造壁”：街头诗作为媒介的战

斗性

有研究者从特征的角度出发来界定广义上的街

头诗，其要点有四：“用诗性的语言创作，面向普罗大

众的”，“书写在快速流动、易于湮灭的介质上的”，

“具备一定宣教和目的性的”，“彰显现代国家民族意

识和民族情感的”。④在此基础上，狭义上的街头诗

则特指 1930-1940年代服务于战争需要的一种特殊

诗歌类型。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狭义上的街头诗，同

时也具备广义街头诗的特点。

学术界对“街头诗”所指代的内容已有共识，但

就其载体性质仍存在一定的分歧。有的研究者认为

街头诗写在“易于湮灭的介质上”，有的研究者则认

为“街头诗的物质载体质地较重、耐久性较强，一方

面可长时间保存，时间的障碍因而被克服”。⑤这两

种针锋相对的观点背后的依据值得细究。前者是在

与朗诵诗、口号诗、印刷诗的对比中得出的，论者并

未就此展开详叙。后者则从伊尼斯的媒介偏向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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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认为街头诗的载体——墙壁、岩石等，属于质地

较重的媒介，相比于纸张等而言易于突破时间限制，

可以长时间保存并承担传播的使命。造成此分歧的

原因，不是衡量尺度不同，而是重视程度不足，双方

从各自论证的视角出发预设了媒介的偏向。

街头诗到底是“易于湮灭”还是“耐久较强”?笔
者认为，处在晋察冀边区历史现场的街头诗是易于

湮灭的。当然，这并非是赞同此前研究者偶同的观

点，事实上，更多的固体媒介确实易于保存、耐久性

强。街头诗易于湮灭的原因在于“破壁人”的存在。

以下两则史料可作依据：

我们在涂得粉白的墙上写上：“赶走日本帝国主

义”，敌人出来扫荡，把它擦去，另写上：“剿灭共产党

八路军”；我们把敌人赶回王八窝，把他们的标语擦

掉，又写上自己的。在接敌区，敌我形成拉锯，一块

墙上，擦标语和写标语反复多少次……⑥

敌人走了后，我把会场上的人领到环境比较好

点的××村，开了一个大会，揭破了敌人的阴谋，又开

了一个干部会，布置了我们的运粮工作。到了晚上，

街上的标语都换上了我们的标语。⑦

墙壁固然质地厚重，可以穿越时间，但在战时历

史语境下，街头诗以公开、固定的姿态矗立于公共空

间中是极易被敌人察觉、摧毁的，这正是街头诗与其

他媒介的不同之处。“破壁人”的存在导致街头诗作

为媒介的易逝性，这一特质影响了街头诗传播的每

一个环节。当街头诗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媒介

时，便被赋予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媒介即讯息，在民

族危亡之时，被反复争夺和书写的街头诗具有强烈

的战斗性。这不仅体现在街头诗作为一种诗歌类别

具有的反抗性内容上，更体现在以党和群众作为“造

壁人”的书写行为中。

因战争形势的变化，街头诗媒介所处的阵营空

间易于变更，街头诗便具有了“守城”与“破敌”的战

斗性质。“当冲锋号未吹起时，它就要准备冲锋，号召

冲锋；当肉搏快要开始前，它就要准备肉搏，号召肉

搏；并且直接参加战斗的过程中。”⑧在我方军事控制

区域，“造壁人”主体将其书写行为视作战斗行为。

街头诗诗人邵子南写道：“诗人呵/让你的诗/站在那

跟它一样坚强的岩石上吧。/那是很好的岗位——/

保卫边区!”曼晴也写道：“你的诗，象匕首，闪闪发

光。写吧，让所有的墙壁，都被上武装。”⑨从文学与

传播的角度来看，笔即枪，街头诗通过大范围、高密

度、有诗性的传播来影响广大受众，凝聚抗战力量，

从而发挥其战斗作用。在这里，街头诗作为媒介被

重用是因其经济、便捷、易于传播的特质恰好满足

了传播者的需求。而从媒介学的角度来看，“把媒

介理解为制造一个看法或传递一个言论的任何手

段，即激发或改变一种集体信仰的手段”⑩，那么街

头诗的战斗性还集中体现在“造壁人”自身的媒介

赋予行为之中。

我们紧张地贴着，一个半钟头，就在四个连接的

村子里，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标语、传单、漫画、街头

诗、大布告……大家都紧了紧腰，把长袍掖在腰带

里，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宣传工具，又向离敌人据

点半里多地的××村跑去。大概是我们在路上的跑步

声刺激了敌人的耳鼓，当我们贴宣传品的时候，敌人

的枪子，不时向这个村打来。

如材料所述，造壁人在战争前线乃至敌占区张

贴的街头诗，是极易被撕毁的。从信息传播的角度

来说，因“破壁人”的存在，传播链将在短时间内被阻

断。但绝境之中的张贴行为本身就将作为信息被传

递出去，引发更多的讨论与传播。街头诗人曼晴这

样回忆：“我们把一些短诗，不仅看作是艺术，而且把

它当作战斗的武器来使用。除了在根据地的后方来

互相吟唱歌咏外，我们还把它带到敌占区、游击区，

作为冲锋陷阵的武器，投向敌人，散发给群众。”在

这里，街头诗作为媒介具有更为直接的战斗性意

义。田间甚至把战斗性看作是街头诗的性格，“像民

众一样的，战士一样的勇敢、热诚、强悍、和突击的性

格”，诗人们把街头诗看作“先锋”，是要在血与火中

闯荡并完成它的“特殊的任务”的。街头诗运动是被

视作一场场战斗，倡导者们对广大群众发出号召，书

写街头诗的人民也被看作“战士”“街头诗运动英

雄”。可以说，在晋察冀边区正是因“破壁人”的凶

残致使街头诗易于湮灭，反而更加激发了街头诗的

战斗性。战争形势的紧迫是晋察冀边区街头诗运动

开展与衍化的现实基础，无论是诗性还是人民性都

首先建立在战斗性的基础上，服务于抗战的要求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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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这种诗歌在获得合法性地位的同时有机会迸发出

更多的媒介可能性。

二、诗性的嬗变与悬置：作为历史“中间物”的街

头诗

在战时环境中诞生的街头诗，始终就和群众紧

密相连，是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迫切寻求的大众

化文艺形式之一。但蓬勃开展的街头诗写作和运动

并非完美无瑕，其发展历程中亦有许多教训。从“墙

上无文”到“壁上有诗”，是一个正确理解和使用街头

诗媒介的过程，而其中的关键一环正在于如何看待

街头诗的诗性。

在街头诗的发展中曾出现概念化、片面化、简单

化的倾向。当时的诗人鲁萍将街头诗简单概括为

“现实+政治+艺术底特定的诗歌表现形式=行动的街

头诗”。在街头诗发展初期，人们对其艺术性重视

不够，往往将街头诗等同于标语、口号，强调其政治

性、通俗性，短时间的盛行之后，便引起了受众的厌

倦。“人们忽然产生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即：街头诗不

过是一种充满说教味的政治空喊，是对大所共知的

形势和政策的肤浅解说。”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来看，

受众必然喜欢接近新鲜的、有趣的、未知的信息，而

厌倦陈旧的、无趣的、重复的信息。即使在战争环境

下，受众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会遵从其原有生活惯性、

兴趣喜好、经验结构来选择媒介与信息。诗性的缺

失使得街头诗无限趋近于标语、口号，受众因而渐渐

感到厌烦。有的诗人甚至“把街头诗的写作看得轻

而易举，严重地粗制滥造，在选材、立意、结构、语言

等方面，不是认真慎重，而是随心所欲，信手拈来，有

的写了细碎琐屑不值一提的小事，象一篇流水账，有

的干脆就是把一段憋脚散文分开行写而已”。在文

化水平的限制下，为进一步扩大宣传的范围与影响，

优先采取通俗化的传播内容与形式是必要的，但对

街头诗文学性的忽视实际上是误解了政治性与诗性

的关系。事实上，二者并非是矛盾与对立的，街头诗

诗性的获得更有助于其政治性信息的传播，二者实

为一体两面，本应相得益彰。

墙壁上的标语、口号自有其信息传播、环境营

构、符号象征等层面的媒介意义。而街头诗之于标

语的不同正在于其特有的诗性，尽管强调政治性、通

俗性，但街头诗的根底仍旧应该是“诗”。这在《街头

诗歌运动宣言》中有清晰的表述：“假使要我们情绪

更来的丰富，内容更来的具体，而且可以使人容易了

解的话，那末，一首抗战大众诗比一句政治标语，在

某些地方，就更能发挥效力了。在战斗中，我们该用

标语口号的地方就用标语口号，该用大众街头诗歌

的地方就用它。”在街头诗倡导者看来，之所以要重

用街头诗这种形式，正在于它在某些地方“更能发挥

效力”。相比于标语口号来说，街头诗情绪丰富、内

容具体、更易接受，这直接触及了街头诗的诗性内

涵。“诗性”即诗歌的特性。在维柯看来，诗性思维突

出表现在想象力的丰富和“以己度物”的类比中；具

有诗性思维的语言被其称为“诗性语言”，集中体现

在语言的形象性与审美性上。且看田间的《假使敌

人来进攻边区》：“假使敌人来进攻边区，/我们应该

跟着——/边区的旗帜，/首长的/指挥，/站到大队里

头，/照毛主席所说：/‘坚持持久战斗!’”从标语的角

度出发，此诗仅保留最后一句即可，而田间花费许多

笔墨营造发出口号的环境与场景，将理性、规范的政

治号召诉诸具体可感的意象与氛围中，使受众更易

接受。

政治性与文学性的纠葛始终存在。《在延安文艺

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前，无论是

对街头诗的公式化概述还是批评反思，都建立在现

代性的诗学范式之上，换言之，对街头诗的倡导与

省思均是以印刷文化和文字阅读为核心的。现代性

的文学传播建立在印刷媒介与“逻格斯中心主义”的

基础上，虽然不同时期均在努力使其不断下沉，但实

质上仍囿于有一定教育基础的文化人中，而中国革

命的主力军——工农大众，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资

质进入这种自上而下的文学传播链条中，这是启蒙

总未奏效的一个深层原因，也是从媒介的角度考察

文学传播的重要意义所在。新的人民政治建立在广

大农村与传统乡土文明上，与印刷媒介不同，“前现

代”的乡土社会文化更多以口传语音为媒介进行扩

散，例如民歌、童谣、顺口溜、乡村戏曲等。民间文学

的诗性是听觉的、群体的而非阅读的、个人的，作为

媒介的街头诗不仅要在内容上将政治性与艺术性巧

妙结合，更要在媒介形式上作出反思和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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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大众化的道路始终附带着如何下沉的焦

虑，也曾因对民间形式的研究、借鉴触及听觉乃至感

官与身体的媒介利用。在 1930年代，中国诗歌会曾

进行新诗歌谣化的大众化实践。“通过研究、抽绎出

民歌小调的音响结构并将之应用于自身的诗歌创

作，左翼诗人的作品将能够以最为自然/有效的方

式，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动大众的身体记忆与生理回

应”，然而，“这一过程不仅激发了各种诗歌形式的实

验及其对应的评价体系，同时也伴随着持续的自我

批评与焦虑”。符合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新酒”到底

可否装在“旧瓶”中，或者说“旧瓶装新酒”的装填模

式在多大程度上削减与解构了原本严肃的政治动员

内容，仍是困扰诗论探索者的难题。

街头诗的书写与传播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抗战

时期晋察冀边区的街头诗或许可以称之为一种历史

的“中间物”，在战争环境中呈现出具有多种可能性

的“悬置”状态。《讲话》的发表与深入群众的经验无

疑是影响街头诗诗性发展的重大因素。毛泽东在

《讲话》中重点论述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和普及与

提高的关系问题，“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

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

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

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将群众置

于主体地位，强调新的文艺要以“不识字，无文化”

的工农大众为传播的目标，要想做好“普及”的工

作，就要重视民间的文化基础，因而就不能“不爱他

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 (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

事)”。街头文学与口传文化的基层诗学地位得到

了合法性认同，这也使街头诗开始回首汲取民间诗

学传统。

晋察冀街头诗人商展思的回忆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在进行抗战文字宣传的过程中，在写作街头诗

和传单诗的过程中，尤其是和山区的农民群众共同

生活、并肩战斗了一个时期以后，我深深感到：对于

识字很少、文盲很多的广大农民群众，方块汉字确实

是横在他们面前的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你的作

品写得再通俗、再口语化，也无济于事；因为在他们

的眼里，只要是用方块汉字写成的作品，都只是清一

色的白纸上爬满的黑蚂蚁。”难能可贵的是，诗人不

仅在实践中认识到印刷媒介之于群众的阻隔，更由

此认可了口头文学和诉诸听觉的民间文艺形式，“研

究和学习了主要诉于听觉的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如

民歌、小调、顺口溜、对口唱、大鼓书、拉大洋片、数

来宝和莲花落……”街头诗对此充分学习与借鉴，

于是出现了许多民歌体的街头诗。街头诗的创造

者之一高敏夫也写过一些利用民歌调子的“旧瓶装

新酒”的诗，如《拿起刀枪上战场》：“高高山上拦绵

羊，山鸡咯咯配成双，拦羊人儿心里想：王家三姐好

模样……东阳强盗占南乡，杀的鸡飞狗跳墙；王家三

姐奸淫死，高高山上不见羊……拦羊人儿暗悲伤，拿

起刀枪上战场!”民间诗学范式的显性回归，是以群

众固有的听觉与身体记忆为媒介，嫁接以新的宣传

动员内容。在这里，民歌小调就是《讲话》所言的

普及与提高的基础。但普及与提高绝非先后关

系，而是并置关系，街头诗在借鉴民间小调等传统

形式的同时，仍然坚持着现代性的大众化诗学探

索道路。如果说民歌小调体承担着普及的使命，

那么从五四顺流而下的自由诗体则承担着提高的

任务，群众化的诗学道路不能“总是一样的货色，

一样的‘小放牛’”，群众也需要提高，这包括对文

字本身和由文字媒介所构成的现代文艺作品的接

受与学习。

与朗诵诗运动不久便退潮相比，晋察冀边区街

头诗的写作贯串整个抗战时期，并在一定程度上引

发了群众的效仿参与，这与街头诗的多质性密不可

分。正是这种“悬置”的诗学状态，让街头诗能够承

担不同的宣传与教化任务，同时又具有因时而变的

可能，也为不同文化层次的群众打开了诗的大门。

“街头诗是属于诗，且是新诗，是有一种特殊形式的，

利用‘旧瓶装新酒’，用旧的民歌民谣的形式来写，我

们是赞成的，但不要忘记了‘批判地，选择地带有创

造性的接受优良的遗产’，负起‘在旧的基础上开拓

新的形式，创造明朗通俗口语的任务’。”作为声音

的街头诗可以借助听觉与身体媒介在群众中口耳相

传，亦可最大限度地组织群众成为街头诗的创作主

体。经过文本通俗化后的街头诗，在满足教育者对

群众的启蒙的同时，也为由此展开的群众化诗学探

索提供了范本，其他诗体(例如枪杆诗)也如雨后春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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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纷纷涌现。

三、赋权与撒播：街头诗作为媒介的人民性

将街头诗视作媒介，无论是探查其宣传动员的

逻辑、路径，还是其情感动员的效能，均应聚焦于街

头诗与同时期其他媒介相比不同的特性。亦即不仅

要将街头诗与印刷品、广播等介质相异的媒体比较，

而且要与标语、口号、诗传单等相似的媒介进行对

比。当然，无论是战斗性、诗性还是人民性，并非特

属于街头诗，分析其媒介特性是要探究其独特的内

生逻辑。彼得斯从传播的观念史出发，区分了两种

交流观：对话和撒播。对话指“当面在场的互惠性言

语行为”，信息在对话中往往被认为是对称、往复、

平等互惠的；而撒播则指说话者不在场时信息的单

向传递，往往是有差异的、非对称的和延后的。

从人民性的角度来看，街头诗最根本的指向在

于组织与动员群众实现自我觉醒，并将主体地位赋

予人民。史塔说：“街头诗(墙头诗)，就是要把诗歌贴

到街头上，写在墙头上，给大众看，给大众读，引起大

众对诗歌的爱好，使大家也来写诗。”林山也有同样

的表述，尤其是“给大众看，给大众读，引起大众对诗

歌的爱好，使大家也来写诗”，可以说，组织与动员

群众参与街头诗的创作和阅读是街头诗人的一致目

标。艾青在“提倡老百姓自己写的诗，提倡不离开生

产的工农兵大众写的诗”的同时，将其意义凝练为

“把文化从特权阶级夺回来，交还给劳动者，使它永

远为劳动者所有”，街头诗的通俗性、诗性也由此与

人民性紧密关联起来。组织、动员群众自发写作与

欣赏街头诗，从根本上讲是让群众觉醒并获得文化

乃至政治上的主体地位，是一个“让无声者发声，为

无权者赋权”的过程。从口传文化的角度来说，这一

过程在充分认同并使用民间诗学资源的同时又得以

突破传统“说书人”的限制，将旧有的特权文艺还原

为最普遍的劳动者的文艺，具有“反现代性现代先锋

派的精神特质”。诗性主体的确立为革命战争询唤

了富含民族情怀的、觉悟了的群众主体，“我写我诗”

的同时自然也要“我卫我土”，由此凝结为“一种想象

的政治共同体”，汇聚在团结、建设、抗战的宏大力

量中。

那么，街头诗是如何破除壁障询唤群众的主体

性从而实现为人民赋权，或者说，街头诗在媒介层面

到底有何人民性优势呢?“传播媒介的固定化与传播

受众的流动性”是街头诗与其他同期媒介相比较突

出的传播特征。受众的流动性将街头诗与纸张、书

籍等可被随身携带的媒介区分开来；依托于墙壁、岩

石等固定物体，街头诗能够以不加复制、矗立等候的

姿态静待参阅，这与广播、电视等现代化大众媒介的

无限复制、主动呈现又有极大不同；进一步讲，与同

样张贴、粉刷于墙壁上的标语、口号相比，街头诗又

以诗性与其各分轸域。街头诗的独特撒播模式正是

建立在这样的媒介特性之上。

媒介的固定、对话者的非在场、受众的流动可接

触，是街头诗撒播模式的开展基础。出于节省纸张

和油墨的现实需求，传播者选择了这种经济、可行、

便捷的传播媒介，尽管街头诗风行一时，但始终是作

为印刷品的替代物而得到重用的。从媒介进化的角

度看，纸张无疑比墙壁更具传播优势，纸张充足则印

书籍、报刊、诗传单，纸张不足则印刷、张贴单张的街

头诗，没有纸张则直接将标语、诗写在墙壁和岩石

上。环境越是严苛，墙壁越能够派上用场，可以说，

墙壁宣传物是形势严峻时的最后一道媒介防线。“当

比较新的传媒形式出现时，比较旧的形式通常不会

死亡——它们会继续演进和适应”，如果说街头诗

被重用肇始于战争环境的现实需要，那么街头诗发

挥强大效能则最终得益于传播者对其媒介形式的

丰富与改进。笔者认为，对于街头诗书写的相关派

生行为——在张贴街头诗后就地围观、朗诵、讲演，

吸引大批群众进行讨论、传播、再创作，将街头诗辑

录成书、刊载登报等，应视作对墙壁媒介撒播模式

中不利因素的弥补与改进，同样也是“悬置”诗性的

归宿所在。以墙壁、岩石为主战场的街头诗努力利

用相关媒介扩大影响、弥补不足，以此形成了以墙

壁为核心，纸张、书籍、报刊、口语等多媒介共荣共

生的联合矩阵，统一以街头诗的整体符号形象向群

众撒播。

街头诗不仅存在于墙壁之上，还存在于任何一

个可以生存的媒介与空间中。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

街头诗被书写、阅读、聆听、围观、互动的现场传播场

景，“在写传单诗和街头诗的过程中，在进行宣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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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的过程中，有一个观念逐渐明确起来：即传单

诗不仅应该诉之于视觉，更应该诉之于听觉——即

传单诗必须结合着讲解、朗诵和吟唱，才能更有效地

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随后开始了传单诗的讲解、

朗诵和吟唱的活动”。田间也说：“群众能懂得街头

诗，虽然这懂得的程度有限。但是如果把街头诗朗

诵出，很少不能懂。”街头诗的书写现场往往也是群

众围观下的朗诵与演讲现场，诗人“把它贴在岚县中

学门口的墙上，顿时，学生们涌了出来，围在诗壁报

前观看，有的边看边朗诵，有的还当场抄录”。街头

诗在诉诸阅读的同时凭借朗诵、讲演、图画、歌谣等

形式又不断诉诸听觉、视觉与触觉，完善媒介自身所

存在的缺陷，由此不断建构并完善群众的主人翁意

识。越来越多的群众成为街头诗的创作者，“新诗人

里，有的是地方上的群众工作者，有的是乡村里的知

识分子，有的是十几岁的少年，也有未写过诗的，也

有旁门的艺术家”。田间曾经回忆：“这些诗，写在

墙头或贴在城门楼旁以后，马上便围上一群人，有手

执红缨枪的，有手持纪念册的，有牵着山羊的，有嘴

含大烟锅的，都在看，都在念。”具有战斗性、诗性内

涵的街头诗最终成为民族抗战意识觉醒的群众斗争

武器，“连孩子、连老妇人都起来握着它，用以战斗”，

甚至有“老太太用鸡蛋换纸来写街头诗”。

值得注意的是，过分夸大街头诗的讲演实践，在

一定程度上会忽视墙壁本身的媒介特性与深层意

蕴。朗诵与围观有时，观瞻与独视亦有时；狂欢化的

集体审阅有时，日常化的空间媒介浸润亦有时。在

墙壁上刻写、记录、传递信息是一种颇为古老的方

式，除可行性强之外，在战争环境下独具传播优势。

“最容易让受众参与的信息是给受众提供想象空间

的信息”，“造壁人”的不在场，信息内容的诗性表

达，加之墙壁自身的非媒介属性，使受众在独自观瞻

时能够获得更多的想象空间。与宣传标语的确定

性、理性化表达不同，街头诗以其个性化、情感化、具

象化的表达吸引受众。街头诗的信息传递可称作一

种“寓言式”的撒播，它通过个性表达直接诉诸人的

情感和人脑中的“拟态环境”，从而产生感性的集体

政治文化认同。对于受众而言，直接被灌输的理性

真知往往不如自己破解的寓言来得深刻，后者常常

在信息获取的同时附带着信念的力量。单向撒播并

非排斥对话，而是一种延时的对话。“任何媒介的‘内

容’都是另一种媒介”，墙壁媒介的“内容”其实仍是

文字，而文字媒介的“内容”则是言语，在根本上仍是

一种“对话”思维。在街头诗中随处可见“我们”“你

们”“你”这类的对话称呼和许多对话所需的语气词，

诗人们努力通过言语情景来复现“造壁人”在场的亲

切感，并由一个趋于理想的他者逐渐映照出属于民

族共同体一部分的读者自我形象，使政治感召变得

更为真切、生动，又获得了神圣崇高的民族使命感，

这无疑强化了政治宣传的实际效果。在当时的晋察

冀边区，作为撒播媒介的街头诗还具有强烈的符号

象征意义。公开地、无差别地面向大众，使街头诗的

撒播模式本身附带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民主、平等、

自由的追求。此外，街头诗工作的开展又尽可能地

依靠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进一步获得当家作主的

主人翁体验，从而激发其政治参与、抗战救国、建设

边区的热情。

总之，以街头诗作为研究对象，并非仅仅发掘并

论证其媒介优势，而是要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现场，找

出传播的本质逻辑，描述媒介的主导性质。“性能最

好的媒介，即成本/效率比最好的媒介相对于先前的

媒体占主导地位。”在20世纪上半叶，广播已登上信

息传播的历史舞台，街头诗作为媒介实在不能算性

能优良，但街头诗仍风行一时正在于其战斗性、诗性

与人民性的特质，而这些特质最终全部指向人民大

众，人民性即是作为媒介的街头诗的终极价值指

向。“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在

现代化媒介迅猛发展的当下，街头诗的媒介特性仍

能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经验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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